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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在促进企业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基于 TO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框架,41 篇实证文献,68602 个独立样本中的 41 个效应值,应用元分析方法从技术维度、
组织维度和环境维度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进而探究了文化背景、行业类型、变量衡量方式及

绿色导向水平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结果显示:①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数字化转型技术

维度、组织维度和环境维度均对绿色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②从文化背景看,处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

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加显著;③从变量衡量方式来看,数字化转型采用主观方式衡量时,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更为显

著;④从绿色导向水平看,绿色导向水平越高的国家,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⑤在不同的行业类型中,
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研究结论丰富和细化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现有研究成果,对于未来

进行纵向研究和情景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也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的管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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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也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和资源约束等带来的诸

多挑战。 “双碳”目标的提出为我国企业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产

业结构升级成为破解企业与环境“和谐共生”发展难题的解决方式[1] 。 绿色创新兼具“创新”和“绿色”两大

特点,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2] ,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

力[3] 。 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科技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新兴技术进行

数字化变革,让数字化转型成为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 以三一集团等为代

表的头部企业,率先通过数字化转型探索出绿色可持续发展新范式[4] 。 在此背景下,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

赋能企业绿色创新,进而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亟待深入探究的重要命题。
回顾已有研究,尽管学者们对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展开了广泛讨论,但尚未达成共识,存

在正相关、负相关和倒 U 型等结论。 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例如,
Mubarak 等[5]指出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肖静和曾萍认为数字化可以提高企业绿色创

新的数量和质量[6] 。 另一方面,则有学者认为企业过度的数字化转型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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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 例如,王旭等[7] 发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据信息爆炸式的涌

现,会导致企业难以利用和捕获这些价值性信息,不利于企业创新。 王锋正等[8] 认为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

术高效配置资源要素,增加绿色创新知识储备。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信息过载、数据质量

和数据安全等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创新的产生。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存

在负相关关系。 例如,Dong 等[9]发现数字技术对绿色创新存在负向影响。
虽然现有文献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存在一定局限:一是,现有文献主要

聚焦于数字化转型是否及如何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4,10] ,研究结论具有较大差异。 元分析方法( Meta-
analysis)主要针对具有共同研究主题且相互独立的研究结果进行综合性分析,并可以克服传统文献综述中

存在的“评论偏见”等问题[11] 。 因此,本文拟采用元分析方法对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二次分析,通过评

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解释对于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争论。 二是,现有关于数字化转

型与绿色创新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于数字技术或数字能力等单一维度[5,8,10] ,而对于数字化转型不同维度对

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较少。 本文拟基于 TO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框架,将数字化转型

分为技术维度、组织维度和环境维度,分析比较不同维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此外,已有研究对于数字

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探索不足[5,6,8] 。 本文尝试挖掘影响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

新关系的调节变量,分析影响二者关系的调节机制,进而综合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基于 TOE 框架,运用元分析方法分析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可能存

在的调节效应。 首先,运用元分析方法探究数字化转型及其各维度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综合效应;其次,
研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调节机制,探究在不同测量条件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

色创新的作用机理;最后,基于元分析结果提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管理策略,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

提供实践启示。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将数字技术引入到企业生产管理体系中,通过帮助组织实现业务流程改进、价值

创造,进而推动企业绩效提升的过程[12-14] 。 绿色创新是企业在产品生命周期内,通过设计、生产和销售更为

环保的产品,旨在减轻环境负担的同时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15] 。 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视角来看,企业绿

色创新涵盖了绿色创意产生、绿色产品设计、绿色产品生产和营销等过程,而数字化转型则对企业整个生命

周期的信息挖掘和协同活动创造机会并影响企业的市场生态环境。 因此,本文拟基于企业生产经营视角来

探索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绿色创新。
在绿色创意产生阶段,数字化转型可帮助企业快速掌握市场动态需求、了解绿色技术前沿和绿色转型

相关信息,整合集成内外部绿色信息、合理化配置相关资源,进而为企业通过外部搜索及内部整合以加速绿

色创意的涌现创造了条件[7] 。
在绿色产品设计阶段,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绿色研发过程的设计灵活性和可重复性,为企业修复产品

缺陷并加速绿色产品迭代升级提供多维度支持[16] 。 同时,数字技术还可助力企业优化业务流程,甚至引致

技术范式的更迭,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有利于企业持续优化绿色产品设计,进而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
在绿色产品生产和营销阶段,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提高绿色产品生产效率并识别新的绿色创新

机会[3] 。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助于激发消费者多样化产品的需求[17] ,实现用户需求与企业绿

色研发创新的精准匹配,这不仅可以提高绿色产品的研发效率,还有助于提高绿色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水

平。 另一方面,企业还可以借助数字技术不断感知用户对于产品的需求并进行改进,进而发现绿色创新

的潜在研究方向。
基于此,提出假设 1: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正向的影响作用(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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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化转型维度与绿色创新的关系

技术-组织-环境( TOE)框架是由 Tornatizky 和 Fleischer[18] 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最初用于分析技术

应用情景对技术应用效果的影响,随后学者们将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纳入,并被广泛应用于解释组织

的技术整合和采纳行为 [ 19] 。 TOE 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分析企业采纳创新技术的影响因素及不同类型信

息技术创新的采用 [ 20] 。 由于该框架并未规定技术、组织和环境三类因素的具体解释变量,具有一定的

敏捷性和可操作性 [ 20]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绿色创新 [ 6] 和数字化转型 [ 12] 等领域。 TOE 框架是一个基于

技术应用背景的综合分析框架,在不同的应用情景中其表现形式也不同。 谭海波等 [ 17] 认为在应用

TOE 框架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和确定影响因素,不断细化和丰富该模型的内涵,从而可以更好

地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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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OE 框架下数字化转型的划分维度

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非简单的软

件升级或者对供应链技术方面的改进,而是企业依据其

发展战略,利用数字技术,对企业业务活动、流程和能力

等进行的重大转型[3,7] 。 仅从单一因素考虑数字化转型

对绿色创新的影响,难以体现出不同维度因素在企业数

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因此,
本文借鉴马鸿佳等[22] 和白雪洁等[23] 的研究,基于 TOE
框架,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分为技术维度、组织维度和环

境维度,如图 1 所示。 其中,技术维度是指数字技术所

固有的特征属性以及企业数字技术的应用,是驱动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技术要素[24] ,Vial[13] 认为企业可通

过数字技术改善企业运营流程,加速企业推进数字化转

型进程。 组织维度是指组织所具备的数字资源和能力,
涉及组织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战略等[12,25] ,是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23,25] 。 环境维度是指企业

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数字化水平,主要是指数字基础设施[8,26] ,数字基础设施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根本支

撑,可以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环境支撑和要素供给。 这三个维度相互补充和协同,共同构成数字化

转型的核心要素。
1. 数字化转型技术维度与绿色创新

借鉴 Yoo 等[26] 的研究,数字化转型技术维度主要是指企业数字技术所固有的特征属性,以及企业的

数字技术应用过程。 数字技术的可重新编程性、生成性和可感知性等特征可以为特定用户或者特定情境

提供行动潜力的技术可供性[27] ,凭借资源积累优势,帮助企业将数字技术与特定场景相结合,促进企业

开展绿色低碳研发工作,提升企业绿色创新动力。 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不断优

化业务流程并提高协作效率[28] 。 首先,数字技术为信息的交流、交换和传播提供了新途径[17] ,不仅有助

于企业传递有价值的信息,还可帮助企业在海量信息中筛选出关键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企业绿色

创新动力。 其次,企业可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内部业务流程,降低信息搜寻、市场交易等成本,推动企业生

产柔性化,促进企业供应链协同及经营风险管控,从而提升绿色创新链协同能力[29] 。 此外,从知识管理视角

来看,数字技术将不断促进企业内绿色知识的更新和发展,推动企业研发资源和知识的不断整合,促进不同

技术领域内的各类知识的整合与碰撞[30] ,激发创新灵感,有效管理内外部知识,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

效。 最后,数字技术还可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再造创新流程,激发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动力,帮助获取持续

竞争优势。
基于此,提出假设 2:
数字化转型技术维度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正向的影响作用(H2)。
2. 数字化转型组织维度与绿色创新

数字化转型组织维度主要是指组织所具备的数字资源和能力,涉及组织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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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2,26] 。 数字化转型广泛存在于企业研发、生产、营销和服务等流程,为此,企业不仅需要大规模数字技术,
还需要将这些数字技术转化为数字化能力[31-32] ,数字化能力可以反映出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利用程度。 双碳

背景下,借助绿色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数字化能力可帮助企业洞察市场环境变

化,了解消费者的环保需求变换以及市场竞争者的绿色动态,及时、便捷地获取绿色创新相关信息[33] ,并基

于这些信息调整企业绿色创新资源部署,显著激发企业生产绿色产品、服务或工作流程等的潜力[34] 。 企业

的数字化战略不仅可以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目标、过程和结果提供指导方针,还可以重塑企业顶层绿色

认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理念形成[7] ,进而引导企业绿色创新活动。 数字技术提升了企业获取环境信息与

识别环境风险的能力[35] ,数字化战略有助于指导企业将绿色发展理念纳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明确绿色

产品和服务的提升方向,进而提升绿色创新水平。
基于此,提出假设 3:
数字化转型组织维度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正向的影响作用(H3)。
3. 数字化转型环境维度与绿色创新

数字化转型环境维度是指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的数字化程度,即企业面临的外部数字化环境[8,36] ,
主要包含数字基础设施。 本文认为数字化环境可有效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这是因为:一方面,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信息和数据等高端生产要素,数字技术设施越完善,越有利于发挥数字化平

台和数字生态系统的协同作用,进而可促进企业实现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的转变[29] ,提高企业绿色创新

水平。 另一方面,数字化环境为企业间资源共享、信息交换构建了技术平台,可以有效提升知识流动效率,
降低绿色创新要素流动和储存成本,增强企业绿色创新的意愿[26] 。 此外,在数字化环境背景下,组织间信息

交流的效率可得到有效提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组织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效率。 同

时,数字技术设施具备跨时空传播信息的能力,有利于促进跨区域间的知识交流和传播,从而提升绿色技术

扩散水平。
基于此,提出假设 4:
数字化转型环境维度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正向的影响作用(H4)。
(三)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在不同国家的企业中都得到了验证,但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国

家、不同行业等因素均可以影响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关系,并得到不一致的结论。 例如,王旭等[7] 的研

究认为制造业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中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不同;处于东方文化背景或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企

业形成的价值观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和进展[37] ;一个国家对于绿色实践的重视程度和未来承诺也

会影响到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来促进绿色转型的方式[35] 。 元分析中,调节变量一般源于实证研究中的控制

变量[37] ,组织情景中的测量因素如数字化转型衡量方式也会对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30] 。 考虑到数字

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可能受到情境因素影响,结合影响的强弱和元分析数据所需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重

点从企业所处文化背景、行业类型、变量衡量方式和绿色导向水平四个方面来分析其所起的调节作用,以深

入探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异质性来源。
1. 文化背景的调节作用

成长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亦有所不同,进而可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异质性

影响[38] 。 Hofstede[39]的跨文化理论指出东西方在不确定性规避、权利距离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其中,处
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企业更强调冒险精神和个人成就导向,员工具有较高的风险容忍度。 这有助于营造鼓

励冒险和探索的组织氛围,促进数字化环境的建设,企业可以借助外部数字基础设施来获取并整合相关绿

色数据资源。 西方文化背景更强调个体主义、自主性和冒险精神等文化价值观,因而员工对企业数字战略

的接受度更高,有助于提升企业在绿色解决方案开发与实施过程中的数字化能力。 此外,西方文化背景倾

向于培养较为开放和创新的思维方式,这有利于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进而促进企业绿色知识的更新与

发展。 东方文化背景下,企业往往更倾向于采取稳健和渐进的变革方式。 东方文化通常具有较强的不确定

性规避倾向和集体主义等文化特征[24,39] ,这些文化属性使企业在战略决策中更强调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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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绿色创新的意愿,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能力的提升。 同时也降低了外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制约了良好数字化环境的形成。 因此,在西方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

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此,提出假设 5:
相较于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H5)。
2. 行业类型的调节作用

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也不尽相同[40] 。 例如,在制造业中,随着数字技术的不

断发展,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高新技术制造业,均需利用数字技术来促进全要素、全产业链的全面链接,
整合企业资源,进而推动绿色创新多样化的发展[41] 。 数字技术有助于制造业企业动态优化研产供销等流

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3] 。 制造业企业将其绿色发展目标纳入数字化战略中,能
够有效整合内部资源与外部创新要素,形成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战略导向[7] ;企业数字化能力可以帮助

企业进行产品销量预测,通过收集各关键环节信息并以此打通信息壁垒,帮助管理者分析决策。 此外,数字

基础设施有利于发挥数字平台与数字生态系统的协同效应,为企业提供绿色技术前沿信息和环境数据关键

生产要素,从整体上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而非制造业企业等一般劳动密集型行业往往依赖于员工劳动

生产率的提升[42] ,在进行数字化、产业规模等方面的投入要低于制造业企业,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

果要低于制造业企业。 制造业企业可以在其制造和服务系统中不断集成数字化技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产

品的研发和生产,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11] 。 靳毓等[3] 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更有利于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此,提出假设 6:
相较于非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制造业企业中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H6)。
3. 变量测量方式的调节作用

变量测量方式是影响研究结果的重要因素[42] ,用元分析来分析变量衡量的方式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数字

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内涵。 在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衡量方式上,学术界目前尚未形成统一

的观点,主要包含客观衡量和主观衡量两种方式。 客观衡量方式中,常以上市公司年报中统计相应的数字

化相关词汇或者数字化基础设施投入等来衡量数字化转型[42-43] ,以绿色专利数量或者研发投入等来衡量企

业绿色创新水平[6,8] 。 该种衡量方式具有透明度较高且不易受主观因素影响等特点,但无法完整刻画企业

数字化转型程度以及绿色创新效果[24] 。 主观衡量方式则多以调查问卷的方式通过对企业自我评估来获取

数据,可以从多维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测量,具备较高的可信度[42] ,且具有针对性强、标准化程度

高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客观衡量方式的不足,但是也容易被调查对象的主观偏差所影响[44] 。 主观

偏差主要源于管理者对企业数字化战略经营的重视程度,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活动中,管理者通常会对

企业做出更高的自我评价。 张宝建等[42] 和 Yi 等[45] 指出采用主观调查方式下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影响效果

更大。 因此,在主观测量中往往会高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导致客观衡量方式与主观衡量

方式存在偏差。
因此,提出假设 7:
相较于客观衡量方式,主观衡量方式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H7)。
4. 绿色导向水平的调节作用

绿色导向水平(green
 

orientation)是指一个国家过去的绿色实践以及未来的绿色承诺[35] ,反映了其对解

决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 一方面,在高绿色导向水平的国家,企业可能会面临更为严格的绿色环境压力,这
将促使企业增强环保意识并不断履行绿色责任。 当面临经济利益和环境责任的冲突时,企业的强环保意识

会形成内驱力,引导企业实施环境友好行为,不断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另一方面,在高绿色导向水平国

家中企业会积极开展环境管理行为,同时,企业会将更多的时间、资源等投入到绿色创新活动中[46] ,这将可

能促使企业在塑造行业环境竞争规则方面抢占先发优势。 此外,在高水平绿色导向水平的国家中,企业可以

获得丰富的环保投资来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 因而,更倾向于采纳先进的数字技术,以获取绿色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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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概念模型图

绿色导向水平高的国家通常会对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战略提出更高要求,企业更有动机在企业内部制定绿色

导向的数字战略并系统性构建内部数字化能力,从而提

升企业绿色资源配置效率。 绿色导向水平高的国家更

倾向于建设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35] ,便于企业低成本

接入高质量的绿色数据与技术资源,缩短绿色创新研发

周期[30] ,助力企业形成绿色研发成果,提升企业绿色创

新水平。
基于此,提出假设 8:
绿色导向水平高的国家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

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H8)。
据此,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 2 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元分析方法(Meta-analysis)起源于心理学,由学者 Beecher[47] 首次提出,逐步发展为系统的研究方法。
元分析方法是汇总所有的相关结果并进行逐个分析和评价,并对不同精确值的研究赋予不同的权重,最后

计算变量间的加权平均值,力图揭示变量间的真实关系的方法。 该方法目前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管理学、医
学和教育学等领域。

(二)研究过程

1. 检索和筛选研究文献

本文的文献搜索和检索过程如下:①中文文献主要通过中国知网(CNKI)、万方和维普等数据库中使用

“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大数据”等以及相近词语以及“绿色创新”“环境创新”“绿色产品创新”“绿色流程

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等及相近词语进行检索;②外文文献主要在 Web
 

of
 

Science、Google
 

Scholar 和 Wiley
等数据平台,以“green

 

innovation”OR“eco-innovation”OR“environmental
 

innovation”OR“sustainable
 

innovation”
OR“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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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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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文献筛选流程

data”OR“ IT
 

capacit∗” OR
 

“ blockchain” OR“ Industry
 

4. 0” O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OR
 

“ Cloud ” OR
 

“ Digital
 

technologies ” OR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 ICT)”等

为检索词进行检索;③检索相关硕博士论文和会议论

文;④根据确认的文献,追溯参考文献中的实证研究。
论文筛选过程如下:①文章类型必须是实证性文

献;②必须报告样本数量和能够描述两者关系的效应

值,例如相关系数 r 或者其他通过推导可转换为所需

的效应值(如 t 或者 β 等);③研究主题必须是数字化

转型或数字化转型某几维度与绿色创新的关系;④若

多篇文献样本相同且独立,则影响因子高的文献被选

入。 论文搜索时间截至 2023 年 5 月,筛选过程如图 3
所示。 此外,若文献报告了同一变量不同维度下的多

个效应值,参考陈佳玲[37]的研究,转换公式如下:
r= 0. 98β+0. 05α,β≥0,α= 1;β<0,α=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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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y =
∑rxiry j

　
n + n(n - 1)γ

-
xix j

1
　
m + m(m - 1)γ

-
yiy j

(2)

若文献未直接给出相关系数 r,给出回归系数 β,则借鉴 Peterson 和 Brown[48] 提出的转化公式进行处理,转
化公式如式(1)所示。 其中,β 为正时,用 α= 1 进行系数转化;β 为负时,则用 α= 0 进行系数转化。 若文献并未

报告整体效应值,只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各子维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则按照解学梅和陈佳玲[37] 提出的转

化方法进行处理,如式(2)所示。 其中, rxy 为合并后总的整体效应值; ∑rxiryj 为 X i 和 Y j 的效应值之和; γ-xix j

为所有变量 X 的相关系数均值; γ-yiy j 为所有变量 Y 的相关系数均值;m 和 n 分别为 X 和 Y 的变量数值。
最终得到 41 篇有效文献,其中中文期刊 8 篇,外文期刊 33 篇,硕博论文 1 篇,会议论文 1 篇。 有效文献

共包含 41 个效应值,共计 68602 个独立样本。 表 1 报告了纳入元分析的 41 篇文献的主要编码信息。

表 1　 元分析文献来源

期刊或来源 篇数 对应的文献

Technovation 1 Han 等[49]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 Chin 等[50]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 Bag 等[51]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1 Lin 等[52]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 Imran 等[53] ;Halbusi 等[54]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3 Guo 等[55] ;Xin 等[56] ;Bhatia 和 Kumar[57]

其他 23

Dong 等[9] ;Li 等[58] ;Ali 等[59] ;Qian 等[60] ;Bhagat 等[61] ;Bag 等[62] ;Khatib[63] ;
Yu 等[64] ;Wei 和 Sun[65] ;Hu 等[66] ;Hung 等[67] ;Zhu 和 Li[68] ;Munodawafa 和

Johl[69] ;Kong 等[70] ;Palciche 和 Prester[71] ;Shirazi 和 Hajli[72] ;Li 等[73] ;Nasiri
等[74] ;Khatib[75] ; Millan 等[76] ; Waqas 等[77] ; Singh 和 Kassar[78] ; Tian 等[79] ;
Hu 等[80]

国内期刊(如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等) 7 王锋正等[81] ;宋德勇等[82] ;贾涛等[83] ;潘持春和王菲[84] ;郭玥沁等[85] ;吴泓

和刘京华[86] ;肖静和曾萍[87]

硕博论文 1 张艳[88]

总计 41
　 注:资料来源基于相关文献整理。

2. 文献编码

其一,对自变量进行编码,具体而言:将数字化转型技术维度、组织维度和环境维度分别编码为 0,1,2。
其二,对本文涉及的调节变量分别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编码:①变量衡量方式分为主观衡量方式和客观衡量

方式,分别编码为 0,1。 ②文化背景借鉴 Hofstede[39] 的研究,分为东西方文化维度。 其中,西方文化编码为

0,东方文化编码为 1。 ③企业性质划分中,如果样本属于制造业,则编码为 1,否则为 0。 ④绿色导向水平,
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绿色导向水平,借鉴 Li 等[35] 的研究,采用全球绿色经济指数( Global

 

Green
 

Economy
 

Index,GGEI)来衡量国家绿色导向水平。 全球绿色经济指数主要从国家领导力和气候变化、市场和投资、部
门效率以及环境等四个方面来衡量国家绿色经济,具体包含媒体对国家绿色经济的报道、可再生电力占全

国电量的百分比、清洁技术创新的商业环境以及废水处理等方面。
3. 样本数据

通过对各项研究进行编码后发现,在 41 个效应值中,19 个效应值表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维度

(k= 19),14 个效应值表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织维度(k= 14),6 个效应值表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环境

维度(k= 6)。 41 个效应值说明了衡量方式(k= 41),其中 30 个效应值采用主观调查方式衡量,11 个效应值

的因变量衡量方式为客观衡量方式。 40 个效应值发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k = 40),其中 31 个效应值发

生在东方文化背景下,9 个效应值发生在西方文化背景下。 41 个效应值说明了样本采用的企业类型( k =
41),其中 17 个效应值的样本属于制造业,24 个效应值的样本属于非制造业。 34 个效应值说明了不同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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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据分布情况

维度 效应值

数字化转型

技术维度 19
组织维度 14
环境维度 6

衡量方式
主观调查 30
客观调查 11

文化背景
东方文化背景 31
西方文化背景 9

企业类型
制造业 17

非制造业 24
绿色导向水平 34

绿色导向水平(k= 34)。 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4. 元分析过程

本文采用 CMA3. 3 软件进行分析,具体过程如下:先将

获得的文献利用 Excel 软件进行整理,具体包含作者、文献

题目、发表时间、样本量、效应值及调节效应编码数据,并将

效应值统一转化为相关系数 r。 随后,利用 CMA3. 3 元分析

软件对每个相关系数 r 进行 Fisher’s
 

Z,利用转换后的相关

系数作为效应值进行分析[35] 。 再次,利用漏斗图、失安全

系数和 Begg 检验等方法来进行发表偏倚检验。 此外,选
择统计模型,主要利用 Q 值检验和 I2 值进行异质性检验,
依据异质性结果来选择统计模型。 最后,对相关效应值

进行假设检验。 样本森林图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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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 0.41 0.63 7.58 0.00
0.31 0.20 0.41 5.44 0.00
0.90 0.87 0.92 24.679 0.00
0.18 0.09 0.26 4.08 0.00
0.13 0.11 0.16 9.48 0.00
0.72 0.65 0.78 13.119 0.00
0.39 0.36 0.42 23.981 0.00
0.13 0.09 0.16 7.50 0.00
0.15 0.13 0.16 21.429 0.00
0.53 0.44 0.60 10.067 0.00
0.44 0.34 0.52 8.06 0.00
0.34 0.25 0.43 6.89 0.00
0.58 0.51 0.64 12.772 0.00
0.27 0.15 0.38 4.44 0.00
0.58 0.51 0.65 11.965 0.00
0.71 0.61 0.78 10.432 0.00
0.07 0.04 0.10 4.73 0.00
0.10 -0.072 0.28 1.17 0.23
0.90 0.87 0.92 25.21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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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 0.61 0.71 16.48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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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总体样本森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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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与结果

(一)发表偏倚检验与异质性检验

本文利用漏斗图和失安全系数进行发表偏倚检验。 数字化转型及其各维度与绿色创新的漏斗图分别

如图 5 ~图 8 所示。 可以发现,大部分研究的效应值均集中于顶部,且基本对称分布,因此本文存在发表偏倚

的可能性较低。 本文所有假设关系的失安全系数分别为 16612、1200、6059 和 2347,远高于安全系数标准

215、105、80 和 40,见表 3。 因此,本文的研究样本不存在显著的发表偏倚问题,结果可靠。
本文通过 Q 和 I2 来判断是否存在异质性,若 Q 显著,表明主效应存在异质性;若 Q 显著且 I2 >60%,则表

明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22] 。 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整体效应(数字化转型-企业绿色创新)的 Q 为

7805. 849,P<0. 01;I2 为 99. 488%,表明元分析中 99. 488%的变异由效应值的真实差异引起,存在异质性。
同理,数字化转型技术维度-绿色创新的 Q 为 4601. 916,P<0. 01;I2 为 99. 609%,表明 99. 609%的变异由效应

值的真实差异引起,存在异质性。 数字化转型组织维度-绿色创新的 Q 为 519. 424,P<0. 01;I2 为 97. 497%,
表明 97. 497%的变异由效应值的真实差异引起,存在异质性。 数字化转型环境维度-绿色创新的 Q 为

22. 093,P<0. 01;I2 为 99. 689%,表明 99. 689%的变异由效应值的真实差异引起,存在异质性。 以上分析均

表明本文的研究样本存在异质性,因此本文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

图 5　 整体效应漏斗图
 

　
图 6　 数字化转型技术维度-绿色创新漏斗图

图 7　 数字化转型组织维度-绿色创新漏斗图
　

图 8　 数字化转型环境维度-绿色创新漏斗图

表 3　 发表偏倚和异质性检验结果

假设关系 样本量
异质性检验 发表偏倚

Q df I2(%) 失安全系数

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 41 7805. 849∗∗∗ 40 99. 488 16612
技术维度-绿色创新 19 4601. 916∗∗∗ 18 99. 609 1200
组织维度-绿色创新 14 519. 424∗∗∗ 13 97. 497 6059
环境维度-绿色创新 6 22. 093∗∗∗ 5 99. 689 2347

　 注:∗代表 P<0. 1,∗∗代表 P<0. 05,∗∗∗代表 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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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应值检验

1. 整体效应

表 4 结果表明,在随机效应模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综合效应值 r 为 0. 516,属于强相关关

系①,95%置信区间为 0. 424 ~ 0. 597,不包含 0,表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在 95%置信区间内显著相

关,验证了假设 H1。 该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为之后企业实施数字化战略

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表 4　 整体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 综合效应值 效应值数目 样本量
95%置信区间 双尾检验

下限 上限 Z P
固定效应模型 0. 203 41 68602 0. 196 0. 211 53. 977 0. 000
随机效应模型 0. 516 41 68602 0. 424 0. 597 9. 518 0. 000

2. 数字化转型各维度与绿色创新关系检验

表 5 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技术维度与绿色创新的相关综合系数为 0. 461(P<0. 01),95%置信区间为

0. 290 ~ 0. 604,不包含 0,表明数字化转型技术维度与绿色创新在 95%置信区间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 H2。
数字化转型组织维度与绿色创新的相关综合系数为 0. 565(P<0. 01),95%置信区间为 0. 414 ~ 0. 685,不包含

0,数字化转型组织维度与绿色创新在 95%置信区间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 H3。 数字化转型环境维度与绿

色创新的相关综合系数为 0. 601(P<0. 01),95%置信区间为 0. 347 ~ 0. 773,不包含 0,数字化转型环境维度

与绿色创新在 95%置信区间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 H4。 从关系强度看,数字化转型技术维度与绿色创新

表现出正向中等强度的相关关系,数字化转型组织维度和环境维度与绿色创新表现出高度正相关关系。 数

字化转型环境维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表明数字技术设施建设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信息

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有利于降低绿色创新要素流动和储存成本。 相较于技术维度和组织维度,数字化转型

环境维度是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根本支撑[8] ,高度发达的数字基础设施可为企业数字技术和数字能力的提升

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助于加快绿色知识的传播和共享,获得绿色创新的外溢效应。

表 5　 各维度效应检验结果

假设 模型 综合效应值 效应值数目 样本量
95%置信区间 双尾检验

下限 上限 Z P
H2 固定 0. 209 19 35584 0. 199 0. 219 40. 018 0. 000
H2 随机 0. 461 19 35584 0. 290 0. 604 4. 871 0. 000
H3 固定 0. 592 14 3997 0. 571 0. 612 42. 192 0. 000
H3 随机 0. 565 14 3997 0. 414 0. 685 6. 279 0. 000
H4 固定 0. 130 6 28503 0. 119 0. 142 220. 93 0. 000
H4 随机 0. 601 6 28503 0. 347 0. 773 4. 090 0. 000

3. 调节因素检验

从上文分析可知,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高度异质性,这一差异主要来自于情境因素和

测量因素的不同。 按照王洪青和彭纪生[89]的研究,本文主要采用 Q 统计量来检验调节作用的差异性。
表 6 结果表明,在文化背景上,处于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企业的综合效应值( r = 0. 431,P<0. 01)小于处于

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企业的综合效应值( r= 0. 751,P<0. 01),且组间异质性显著(Q= 17. 934,P<0. 01),验证了

假设 H5。 这一结果证实了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企业愿意承担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失败风险,通过数字化转型提

升绿色创新水平。 因此,文化背景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在变量衡量方式上,采用

客观方式衡量的综合效应值( r = 0. 407,P< 0. 01) 要小于采用主观方式衡量的综合效应值( r = 0. 553,P<
0. 01),且组间异质性显著(Q= 2. 779,P<0. 1),验证了假设 H7。 相较于客观衡量方式,主观衡量方式下数字

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大。 因此,衡量方式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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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中,制造业企业的综合效应值( r = 0. 513,P< 0. 01) 要低于非制造业企业的综合效应值( r = 0. 518,P<
0. 01),但组间异质性不显著(Q= 0. 004,P>0. 1),假设 H6 未得到验证。 这与王海花等[24] 的研究一致:相较

于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行业中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 其可能原因在于,传统制造业面临的

不确定性要小,而运用数字技术去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等的效果对主要利益相关者会更为显著[24] 。
此外,将绿色导向水平变量纳入元分析中,发现绿色导向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 r = 0. 623,P =

0. 000),如表 7 所示,表明绿色导向水平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具有强化作用,即在绿色导向水平高的国

家中,当企业面临严格的环境压力时,更愿意在绿色创新活动中投入资源和时间,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

色创新的影响作用会更强,假设 H8 得到验证。

表 6　 调节变量分析结果

分类 调节变量 效应值数 综合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Z I2 Q df

文化背景 H5
东方 31 0. 431 0. 334 ~ 0. 519 7. 958∗∗∗ 98. 774 2446. 964∗∗∗ 30
西方 9 0. 751 0. 643 ~ 0. 829 9. 022∗∗∗ 99. 713 2787. 738∗∗∗ 8
组间 17. 934∗∗∗ 1

行业类型 H6
制造业 17 0. 513 0. 370 ~ 0. 631 6. 256∗∗∗ 97. 886 756. 929∗∗∗ 16

非制造业 24 0. 518 0. 400 ~ 0. 618 7. 537∗∗∗ 99642 6429. 084∗∗∗ 23
组间 0. 004 1

衡量方式 H7
客观 11 0. 407 0. 236 ~ 0. 553 4. 429∗∗∗ 99. 3862 1627. 835∗∗∗ 10
主观 30 0. 553 0. 466 ~ 0. 629 10. 411∗∗∗ 99. 225 3741. 022∗∗∗ 29
组间 2. 779∗ 1

　 注:∗代表 P<0. 1,∗∗代表 P<0. 05,∗∗∗代表 P<0. 01。

表 7　 绿色导向水平的调节效果

调节变量 k r
95%置信区间 双尾检验

低 高 Z P
绿色导向水平 34 0. 623 0. 506 0. 740 10. 41 0. 000

4. 敏感性分析

借鉴解学梅和陈佳玲[37]的研究,选用逐一排除法对各影响机制的效应值进行敏感性分析。 在 CMA3. 3
软件中依次排除每一个效应值并计算剩余研究的相关系数。 本文共 41 个效应值,采用随机模型分析发现,
每次排除任何一项效应值后,剩余综合效应值以及 95%置信区间范围基本未发生明显改变,表明企业数字

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稳健性,研究结果稳定可靠。 结果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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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敏感性分析

五、结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关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 41 篇实证研究进行元分析,基于 TOE 框架,检
验了数字化转型不同维度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文化背景、行业类型、因变量衡量方式和绿色

导向水平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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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 =
0. 516)。 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转型在绿色创新全过程中实现协同与赋能,对绿色创意产生、绿色产品设计

到绿色生产与营销各阶段均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重构生产管理体系,从而优化业

务流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2)数字化转型各维度均能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其影响力存在差异。 其中,环境维度的相关性最

高( r= 0. 601),表明外部数字基础设施和政策环境对绿色创新具有较强的支持作用;其次是组织维度( r =
0. 565),证明企业内部数字化能力与战略导向对于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明显;技术维度的相关性相对较弱

(r= 0. 461),但仍可以为绿色创新提供技术支撑。 总体来看,三个维度的影响程度依次为:环境维度、组织维

度和技术维度。
(3)调节因素方面,不同情境与测量因素会显著影响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西方文化背

景下的企业由于更强调冒险精神和个人成就导向,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强( r = 0. 751)。 主观衡

量方式可以从多方面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因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相关性更高( r = 0. 553)。 绿色导

向水平亦显著正向调节二者关系(r = 0. 623),即在绿色导向更强的国家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

应更加明显。 然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作用在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影响中没有显著差异。
(二)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
(1)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的微观研究视角。 从数字化转型的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

揭示了其对绿色创新的差异化影响。 当前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存在研究机制单一[5,8,12] 、研究结

论不一致[5,8,10]等问题。 本文不仅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还将数字化转型分为技术维

度、组织维度和环境维度,考察这三个维度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使得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逻辑更为

清晰。 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环境维度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依次为组织维度和环境维度。
研究结论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深入挖掘了数字化转型的不同维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拓展了数字化转型

与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
(2)明确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边界条件。 已有研究更多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绿色

创新之间的直接关系,对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调节机制探索不足[5-6] 。 本文通过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

色创新中构建调节变量,将文化背景和行业类型纳入情境因素,将绿色创新衡量方式和绿色导向水平纳入

测量因素,采用元分析方法分析影响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调节机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

业绿色创新关系的边界研究。
(3)拓展了元分析方法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应用。 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探究数字化转

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通过对当前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研究样本采用严谨的文献筛选、数据

编码等过程进行科学分类汇总与定量分析,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实证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消除了单一研

究中可能存在的研究偏差,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稳健性,使研究结论更具普遍性和规律性。
(三)实践启示

本文的实践启示在于:
(1)数字化转型是传统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来促进绿色创新的关键方式。 企业应加快推进数字技术的应

用,积极部署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以实现绿色创意产生、绿色产品设计及绿色生产与营销

的全过程协同,进而提升绿色创新效率。 此外,应关注数字化转型对资源配置模式和流程重构的系统性影

响,助力企业实现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的跃升。 与此同时,企业还需推动绿色理念与数字化转型的

深度融合,将绿色目标纳入技术应用与战略制定全过程,以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深度协同。
(2)企业应在技术、组织和环境等维度协同发力,系统推进绿色创新。 首先,政府和相关政策制定者应

加快构建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形成良好的外部数字生态环境。 企业也应主动加强与外部平台、政府和上下

游企业之间的数字化对接,降低数据壁垒,提升跨组织绿色协同能力。 其次,在组织维度方面,企业应通过

组织结构调整、流程再造和文化重塑来强化对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支撑,提升内部数字化战略制定和执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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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最后,在技术维度上,企业应以自身实际需求为出发点,科学选择适合的数字技术工具,推进绿色技术

的研发、测试与应用,加速绿色技术成果的转化落地。
(3)企业应根据所处情境特征与外部环境差异,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 首先,在文化背景方

面,企业应根据自身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征,选择匹配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如处于风险偏好较低的地

区中,可采用循序渐进、试点推广的方式稳步推进数字化转型。 其次,在绿色导向水平方面,企业应主动响

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绿色创新绩效,进而反向强化企业对绿色导向的适应性。 最后,
在衡量方式方面,企业应采取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多维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效果进行衡量,
便于管理者识别问题并优化发展策略。

(四)研究局限

本文存在以下研究局限:①研究样本局限性。 本文基于 TOE 框架,利用 41 篇实证文献中的 68602 个独

立样本,探究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 但是由于元分析方法的条件限制,部分文献主要基于

案例研究,未报告相关系数或者可以转换为相关系数的变量,导致无法利用这些文献进行元分析。 此外,本
文研究仅仅纳入了中英文文献,没有纳入其他语种的文献,从而会导致文献数量不足。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

中应该尽可能补充足够多的文献,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定性。 ②本文仅检验了文化背景、行业类型、测量方式

和绿色导向水平四个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未来可以挖掘更多的情境变量探索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

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例如企业生命周期、企业规模等。 ③本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未
来可通过对企业继续跟踪调查进行纵向研究,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动态影响,进一步深化数

字化转型不同维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动态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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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erves
 

as
 

a
 

key
 

driver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advancing
 

gree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
 

framework,
  

a
 

meta-analysis
 

of
 

41
 

empirical
 

studies
 

(covering
 

68602
 

independent
 

samples
 

and
 

41
 

effect
 

sizes)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focusing
 

on
 

the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various
 

contextual
 

factors
 

were
 

then
 

examined.
 

The
 

findings
 

reve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green
 

innov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in
 

different
 

industry.
  

Each
 

dimension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exer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green
 

innovation.
 

Notably,
  

digital
 

transformation􀆳s
 

impact
 

on
 

green
 

innov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within
 

firms
 

rooted
 

in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s.
 

The
 

relationship
 

is
 

stronger
 

wh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ssessed
 

using
 

subjective
 

measures.
 

Higher
 

levels
 

of
 

green
 

orientation
 

heighten
 

the
 

efficac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driving
 

green
 

innovation.
  

It
 

augments
 

and
 

refines
 

existing
 

literature,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future
 

vertical
 

and
 

contextual
 

inquiries.
 

Furthermore,
  

it
 

furnishes
 

managerial
 

foundations
 

for
 

advancing
 

green
 

innovation
 

within
 

enterprises
 

amid
 

the
 

era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green
 

innovation;
 

Meta-analysis;
 

TOE
 

framework

56

尹建华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
   

一项基于 TOE 框架的元分析


